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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大安市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区域性系统调查简报 

刘晓溪 

史宝琳（Ｐａｕｌｉｎｅ Ｓｅｂｉｌｌａｕｄ） 王立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１３００１２；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

春，１３００３３；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东亚文明研究所ＣＮＲＳ-ＣＲＣＡＯ，

巴黎，７５００５） 

 

为了践行２００９年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２０１１年吉林省文物局与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成立了“吉林省田野考古实践与遗址保护

研究基地”。根据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考古工作规划》

的要求，经由吉林省文物局协调，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２０１１年７月初至１０月末对后套木嘎遗址进行了

首次考古发掘，在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收获的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仅仅依靠单

个遗址的发掘所获得的考古资料，既不能使我们准确地概括一个区域内考古学文

化的特征，也不能为我们探索早期复杂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提供足够的证据”［２

１。藉此，我们除了按计划对后套木嘎遗址进行为期５年的连续发掘外，还计划

分年度、分步骤地对以后套木嘎遗址为中心的新荒泡及月亮泡周边区域３００平

方千米的范围内进行区域性系统调查。“区域系统调查，又称作全覆盖式调查， 是

以聚落形态为目的的考古调查方法”［３］。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调查方法，并配

合以典型遗址的发掘，进而构建和完善嫩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并尝

试探索区域内的聚落分布、聚落形态历时演变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问

题。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至５月１０日和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至５月１１日，后

套木嘎遗址考古队连续两年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区域性系统调查，截至目前，以此

种方法进行的考古调查工作在吉林省境内尚属首次。 

 

一、拟调查区域的自然地理概况  

松嫩平原系由松花江、嫩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其东、西、北三面分别被长白山

脉、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拟调查

区域位于嫩江西侧支流洮儿河的下游地区。这一带历史上由于水流不畅形成过众

多大大小小的湖沼，现存水域较大的有月亮湖、新荒泡、他拉红泡等。  

该区域从整体上看地势较为低平又略有起伏，海拔１２０－１５０米。按地形地

貌和地表植被的差异又可以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相对地势较高的河床两岸和湖

泊周围的台地或土岗， 土壤类型多为略偏沙性的黑土或灰黑土， 堆积厚薄不均， 

现多辟为耕地，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多数地区已呈现沙化；第二类为相对

地势较低的旧河床、干涸的泡子底部或洪水泛滥区，历史上应为水草丰美、面积

广阔的湿地，由于近年来人为破坏和干旱气候的影响， 形成了成片的植被稀疏、

生态脆弱的盐碱地带。 

 

二、以往工作简介  

嫩江流域考古工作起步较早，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梁思永先生发掘昂昂溪遗址

［４］算起， 至今已有８０余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吉林两省的

文物工作者在昂昂溪文化认识的基础上，对嫩江流域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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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调查工作包括黑龙江省博物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对嫩江沿岸的调查［５］、

７０年代对昂昂溪遗址的调查［６］，吉林大学１９６２年对白城地区的调查［７］，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１９８２年对洮儿河下游右岸的调查［８］等；发掘工作包括

耙山墓地［９］、黄家围子遗址［１0］、小拉哈遗址［１１］、白金宝遗址［１

２］、汉书遗址［１３］、双塔遗址［１４］等。通过这一系列考古工作的开展， 

获取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为嫩江流域汉以前考古学文化

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后套木嘎遗址周边３００平方千米的范围仅为整个嫩江流域的一小部分，单就这

一区域而言，最早的考古工作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５８年吉林省博物馆

和文管会对后套木嘎遗址进行了调查［１５］；１９６２年吉林大学在白城地区

进行调查时，调查了该区域内的东山头遗址、傲包山遗址（ 即后套木嘎遗址） 、

邹德仁屯遗址，并对东山头和傲包山遗址进行了试掘［１６］；１９７４年吉林

大学考古专业、２００１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大安汉书遗址进行

了考古发掘［１７］；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自２０１１年以来后套木嘎遗址连续发

掘所取得的收获，为整个嫩江流域汉以前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认识提供了一个科

学的标尺［１８］。 

 

三、工作基本情况、调查方法介绍和说明  

（一）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的调查工作范围主要位于新荒泡及月亮泡的西南部、南部

和东南部，涉及的主要行政区域有隶属于大安市的安广镇、丰收镇、红岗子乡和

月亮泡镇，调查面积总计约为１１６．６４平方千米（图一）。 

 

 

图一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调查范围位置图  

 

（二） 调查方法介绍和说明  

首先将参与调查工作的人员分为若干组进行拉网式调查，每组３-４人，全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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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持人与人间距５０米左右。由于最后的分析都是以采集区为基本单位，所

以采集区范围的划定和采集遗物的方法就尤为重要。采集发现陶片两片以上即作

为一个采集区，采集区的规格为５０米ｘ５０米。同时根据地表遗物的丰富程度

选择做一般采集或系统采集。 

一般采集系在地表遗物相对稀疏的情况下，又牙整个采集区内所有遗物做全面收

集；系统采集是在地表遗物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在采集区内画一个或多个（不超

过五个）半径为１．８米的圆圈（面积约１０平方米），圈内所有遗物做全面收

集，系统采集的遗物数量整体以不少于３０个为标准。每个采集区内采集到的遗

物均代表着该采集区内遗物的文化属性和分布密度，采集区的数量往往是与遗址

的面积相对应的，实际上绝大多数采集区内采集到的遗物都包含着不同时期文化

的陶片，通过对采集区这一基本单位内采集遗物的分析，我们可以在未进行田野

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对一个遗址内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和密度有一个初

步的认识。  

在调查过程中，除了严格按照既定的调查方法外，我们还利用了电子地图的导航

功能对发现遗物的地点进行定位，同时与手持ＧＰＳ测得ＵＴＭ坐标进行比对和

校正，用测距仪在现场划分采集区范围并进行遗物采集，根据采集过程行走路径， 

在已经准备好的大比例尺卫星图上精确找到采集区的位置，并作出明确标注，最

后在野外现场填写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中的相关表格。  

室内工作则充分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对田野调查工作中所采集到的遗物进行

分析和断代后，将分析结果和田野调查过程中的记录表格、照片等文字和影像资

料，输人到利用Ｆｉｌｅｍａｋｅｒ软件建设的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中［１９］； 

将画在卫星图上的采集区等图形资料利用ＡＵＴＯＣＡＤ软件在已有测绘图上

进行精确标注和面积计算。最后通过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对不同类型的文件

进行链接，进而对调查所获取的全部信息做进一步统筹分析与研究。 

 

四、调查收获、认识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 调查收获  

在两年调查的１１６．６４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我们共发现采集区１２５０个， 

其中一般采集１０１６个，系统采集２３４个， 采集区总面积约３．１２５平

方千米，采集陶片数量３９２２０片。根据我们对该区域范围内考古学文化年代

框架的认识［２0］，可以将此次调査发现的遗存分为九组，归属于五个大时期。

新石器时代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亦可

划分为青铜时代早中期（小拉哈文化、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

三组；魏晋隋唐时代的遗物发现较少且较为零散，故笼统地划归为一个时期；辽

代和金代的遗存受调查材料所限，未做细分，将其划为一个时期；晚清至民国时

期遗存为一个时期。两年的调查结果详见表一。  

 

表一各时期调查结果统计表 

 

（二） 现有认识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现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结合以往工作和后套木嘎遗址近三年发掘工作的收获，

已经具备了初步分析和研究的条件。我们通过对各个时期采集区在地图上分布情

况的观察，尝试着探索该区域内不同时期聚落的形态、分布特点以及人与自然的

关系等问题。  



4 
 

１．新石器时代遗存  

（１） 第一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迄今为止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即以夹炭陶为代表的遗存）的采集区

共计９个，采集区面积２．２５万平方米，共采集陶片１９片（图二）。在后套

木嘎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将以夹炭黄褐陶和灰褐陶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后套木嘎

一期遗存，该类遗存的单位被后套木嘎二期即黄家围子类型的单位所打破，年代

应不晚于黄家围子类型。该类遗存的陶片多为黄褐色或灰褐色，胎芯夹有炭化的

草筋，有的器表饰有压印的柿齿纹，总体上看其制作工艺较为原始，具有陶胎厚、

火候低、易碎等特点，具有东北亚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一般特征。综上， 

我们初步推测以夹炭陶为代表的遗存应是松嫩平原乃至东北亚地区年代较早的

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一［２２］。 

 

 

图二新石器时代采集区分布图与新石器时代中期遗物标本  

１．陶器（后套木嘎） ２、３．陶器（邹德仁屯） ４．陶片（后套木嘎） 

 

从现有的调查结果看，我们发现该类遗存仅发现于新荒泡东南岸的两处遗址之中， 

即后套木嘎遗址和邹德仁遗址，两处地点均位于新荒泡东南缘的岗地上，在整个

区域内地势相对较高，洮儿河水从西北部注入新荒泡，新荒泡的东岸、东南岸为

相对地势较高且平坦的岗地，沿泡子边缘向西地势渐低，进而形成了新荒泡西部

的成片的洪泛区，相较而言，新荒泡的东部、东南部则更适合人类的居住。遗址

面朝新荒泡，濒临水域定居，除获取水源较为方便外，大面积的水域在特定的季

节还可以提供丰富的鱼、蚌等食物资源。两个遗址之间相距仅约１千米左右，其

中两个遗址中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采集区之间的距离约为２千米左右，

在已发现的１２５０个采集区中，仅有９个采集区发现有该类遗存，其中邹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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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遗址１个，后套木嘎遗址８个，可以发现该类遗存在现有调查区域内分布非常

稀疏，且遗存分布面积较小，可见该时期的人类生产能力较低，活动力度尚小，

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经济模式仍以对自然的攫取为主，而有限的自然资

源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聚落的规模和人口的数量。 

 

（２）第二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  

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均以夹蚌粉的黄褐陶或灰褐陶为主，多为素面

少量带指甲纹、戳印纹、刻划纹与单条圆钝附加堆纹的陶片可明确划归为以后套

木嘎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遗存（即２０１２年简讯中的第二期）。素面的陶片中

大多数也与后套木嘎第三期遗存特征相似，但少量素面陶片不排除有属于后套木

嗔第二期遗存者（二者的部分素面陶片很难区分）。采集区共计５１个，采集区

面积１２．７５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７５９片（图二）。通过与邻近地区考

古学文化的比较，并结合后套木嘎遗址第二期与第三期遗存的碳十四年代测定， 

可将此组遗存的年代范围初步推定在距今８000-５６００年前后。但主体遗存的

年代范围应当在距今６１００-５６００年前后。  

以现有调查材料看，该时期遗存主要分布于新荒泡的东南和南岸，属于该时期的

采集区在后套木嘎遗址分布最为密集，邹德仁遗址次之，在新荒泡的南岸仅有少

量分布，其分布范围大部分与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分布范围重合，可见新石器

时代中期的居民在居址的选择上与新石器时代早期居民趋同，故此新石器时代早

期的遗址也多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居民所沿用，而其在新荒泡南岸的分布，也表

明了该时期居民有向新荒泡的南岸活动的趋势；此外，从采集区的数量来看，该

时期聚落的规模也大大超过新石器时代早期，可见该时期居民的活动能力和生产

能力较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也有了新的发展。结合近三

年的发掘资料来看，我们通过对浮选获得的植物遗存的分析，初步判断该时期已

有农业的萌芽，然而在发掘过程中并未发现该时期有明确的农业工具，或许此时

所谓的农业仍属于依赖对自然直接获取的季节性采集，而并未发展成为稳定的农

业经济；通过对出土动物遗存的初步鉴定结果可知，该时期的动物皆为野生种。

可以初步判断此时的经济模式仍以渔猎采集为主。 

 

（３）第三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采集区２６个，采集区面积约６．５万平方米， 

采集陶片数量４３１片（图二）。该时期遗存以夹蚌红陶、夹蚌灰褐陶为主，器

表多为素面，部分饰麻点纹和“之”字纹，属于后套木嘎第四期遗存，文化面貌与

双塔二期及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遗存较为接近，大体与红山文化晚期年代相当。调

查过程中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２６个采集区中，２３个位于后地窝堡遗

址，该遗址位于月亮泡与榔头泡之间伸入水中的狭长半岛前端，遗址地势较高， 

三面环水，仅西南部与开阔地带相连，系陆路的唯一通道；另于后套木嘎遗址发

现有２个，邹德仁遗址仅发现有１个。表明现有调查区域内该时期的聚落中心已

经由新荒泡东南岸向月亮泡东岸转移，从后地窝堡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亦可以看

出，该时期居民选择居址的标准由之前单纯的择水而居变得更为复杂，除了更为

接近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外，或许还兼顾到地理位置的防御功能。同时，三个遗址

间距离的扩大，或许也说明了该时期居民活动能力的加强，单个聚落的经济域也

随之扩大，同外界的交往能力也变得更强。然而在现有区域内仅发现后地窝堡一

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说明此地该时期居民的生产能力仍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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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在其经济生活中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２．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存  

（１）第四组：青铜时代早中期遗存  

调查发现青铜时代早中期遗存的采集区共４８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１２万平方

米，采集陶片数量１９５５片（图三）。该时期遗存的陶片“ 以夹砂灰（黑）褐

陶为主。素面居多。器表或打磨光滑或留有凸凹不平的手指凹痕。多见装饰性的

乳钉和小泥饼。该特征与白金宝遗址第一期遗存十分相似，应为同一文化”［２

３］。学界称之为小拉哈文化。另有部分陶片“以砂质灰褐色陶片为代表。大多

饰有纹饰，尤以绳纹和条形附加堆纹为多，绳纹细密规整，条形附加堆纹多饰于

口沿下，也有少量组成简单折线的篦点纹，且压印痕较浅，这些特征与白金宝遗

址第二期遗存相同。而高领罐、瓮的口沿，特别是花边口的鬲口沿与白金宝二期

相一致。故该组遗存与白金宝二期一样，同为„古城遗存，”［２４］。  

然而除带纹饰的陶片和器物口沿部分外，小拉哈文化和古城类型的相当一部分陶

片区分较为困难，故此并不做细致划分，将其共同归为青铜时代早中期，这批遗

存的时代大致在夏至晚商（图三）。在现有调查区域内该时期遗存仅发现于后地

窝堡遗址，后地窝堡遗址隔榔头泡与月亮泡相连接处与汉书遗址相望，在汉书遗

址的发掘材料中亦发现有属于青铜时代早中期的文化遗存，二者直线距离约

３．３千米，尤其是在冬季冰封季节，通过冰冻的水面两个聚落联系更为方便。

在距离较近的区域同时存在两个同时期的聚落，说明此时人群的生产能力已经大

幅度提高，且两个聚落的关系应十分紧密。在黑龙江肇源小拉哈遗址亦发现有该

时期的遗存，且该遗址连续性较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均存在，故此

月亮泡周边的该时期遗存有可能是从肇源地区沿嫩江迁徙进入该区域。 

 

（２）第五组：白金宝文化遗存  

调查发现白金宝文化遗存的采集区共４５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１１．２５万平

方米，采集陶片数量３７９片（图三）。该时期的陶片多为泥质黄褐陶，泥质灰

陶略少，另有少量的夹砂陶，器表均经过磨光，表面光滑细腻，陶器纹饰较为丰

富，有压印的细密篦点纹构成的几何形和动物形纹饰，以及较为粗糖的绳纹。调

查时还发现有少量石器，其中以穿孔的石锤斧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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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采集区分布图与汉书二期遗物标本  

１、２．鬲足 ３．网坠 ４．纺轮（均出自后套木嘎） 

 

调查过程中发现有白金宝文化遗存的４５个采集区中，其中４４个位于后地窝堡

遗址，后套木嘎遗址仅发现有１个，然而在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还发现

有属于该文化晚期的墓葬两座。白金宝文化是以黑龙江省肇源白金宝遗址命名的， 

汉书遗址亦发现有这一时期的同类遗存，至少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该区域内白金宝

文化的聚落主要是分布在月亮泡边缘的汉书和后地窝堡遗址，而后套木嘎遗址很

有可能是白金宝文化晚期的人群选作墓地的开始，进而至汉书二期文化时代亦即

战国至西汉时期发展成为一处规模较大的墓地。 

 

（３）第六组：汉书二期文化遗存  

调查发现汉书二期文化遗存的采集区共计１２５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３１．２

５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９２５片（图三）。该时期的陶片多为沙质黄褐陶，

少量的沙质灰褐陶，可辨器形有鬲、壶等，器表较白金宝文化的陶器略显粗糖， 

以素面为多，部分陶器表面施有红衣，陶鬲和陶壶的下部饰有绳纹，绳纹较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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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呈线条状。另发现有陶网坠等。  

调查发现汉书二期文化遗存的１２５个采集区中，其中９５个位于后套木嘎遗址， 

后地窝堡遗址发现有２５个，邹德仁屯遗址发现３个，二泡东南岸有２个，二泡

南部较远处发现有１个。从采集区的分布和面积与之前青铜时代文化的对比观察， 

可以发现汉书二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有明显的扩大，然而其仍主要分布于后套

木嘎遗址和后地窝堡遗址，其他地区分布较为零散，邹德仁屯遗址或许有可能是

该时期的一处较小的聚落，而其他的采集区很有可能是该时期人群活动的遗留， 

至少可以说明该时期人群的活动范围较之前更大。通过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３年连

续三年的发掘，我们发现后套木嘎遗址属于汉书二期文化遗存的遗迹主要为墓葬， 

共发掘该时期墓葬约７０余座，在该时期，后套木嘎遗址中部是作为该文化群体

的一处公共墓地而存在的，墓葬内出土的陶器多系施红衣的陶壶和陶钵的组合，

这种红衣陶器主要是作为冥器使用的。而调查时在后套木嘎遗址范围内发现的大

量的沙质黄褐陶有些明显是属于聚落日常使用的实用器的残片。汉书二期文化的

墓地和聚落同属于一个大的遗址范围内，且相去不远。在以往考古工作收获和认

识的基础上，可知战国至西汉时期在新荒泡和月亮泡区域，至少存在有东山头遗

址、汉书遗址、后地窝堡遗址、后套木嘎遗址四个规模较大的聚落和墓地。 

 

３．第七组：魏晋隋-唐时期遗存  

调查发现魏晋隋唐时期遗存的采集区共２３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５．７５万平

方米，采集陶片数量４０片（图四）。  

该时期遗存的陶片主要为夹砂陶，分为红褐陶和灰褐陶，陶器近口沿处多有三道

凸棱。该类遗存与鲜卑或契丹早期的陶器特征较为接近。鲜卑族起源于内蒙古自

治区呼伦贝尔东北部，当其走出“大鲜卑山”踏人草原时，也预示着其主要的经济

模式由原有的渔猎经济转型为相对发达的游牧经济，以游牧为生的鲜卑族活动地

域也随之扩大，其完全可以沿嫩流而下，越过大兴安岭，由呼伦贝尔草原进入松

嫩平原地区。契丹族为隋唐时期活跃于东北亚地区的游牧民族的一支，历史学界

认为其源出东胡，松嫩平原毗邻科尔沁草原，新荒泡及其附近的湿地范围水草肥

美，其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则更适于游牧经济的发展，契丹族亦完全有可能游牧

于此。也正是受到该时期经济模式的限制，该时期此地并不存在相对稳定的定居

聚落，故此发现有该时期遗存的采集区较为分散，其沿新荒泡及隶属于月亮泡的

二泡周边均有零散分布，极有可能是游牧民族在迁徙过程中或短暂停留过程中遗

留下来的遗存，沿泡子南岸的一线，或许正是当时游牧民族的迁徙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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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魏晋隋唐采集区分布图与遗物标本  

１-４．口沿（后套木嘎） 

 

４．第八组：辽金时期遗存  

调查发现有辽金时期遗存的采集区共１０８０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２７０万平

方米，采集陶片数量２１７６９片（图五、图六）。  

无论是从采集区的数量、面积，还是陶片数量来看，可以发现该时期的遗存非常

丰富，除大量的陶器残片外，还发现有砖瓦类的建筑构件陶片多为泥质灰陶，发

现的器物口沿多为卷沿或折沿，以素面为多，少量器表经磨光，可见纹饰有篦齿

纹、垂帐纹、戳印５角形纹等。建筑构件发现有板瓦、筒瓦和青砖残块，均为泥

质灰陶，瓦类构件内面印有布纹。其中部分瓦类构件的残块又经再次利用，被改

造成网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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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辽金时期遗物标本  

１．瓦片（新立堡） ２．花纹砖（尹家窝堡） ３、４、９．网坠（后套木嘎、

八家子、后套木嘎） ５．砺石（永丰） ６．陶片（永庆） ７、１１．器底（永

丰、邹德仁屯） ８、１０．陶器口沿（尹家窝堡） 

 

辽金时期遗存在现有调查范围分布较为均勻，聚落间的距离均在３千米左右，这

种分布状态很可能与古代的道路交通网状系统有关。现有调查区域来看以新荒泡

的沿岸分布更为集中，后套木嘎遗址、邹德仁屯遗址、新荒古城及周边、尹家窝

堡西北、白音吐屯附近、新立堡遗址等，各个遗址在新荒泡沿岸的均匀分布，更

像是现有区域内的一条主要通道。其向南辐射的线路如尹家窝堡西北遗址到小金

山遗址和张家卢遗址的距离也在３千米左右。月亮泡沿岸的大外皮子遗址和二泡

东南岸的八家子遗址的间距也符合这个规律。若将这种聚落间的分布状态放在一

个更大的交通网状系统之内，或许这种规律性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当然这也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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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的工作能进一步证明这种推测。  

从聚落规模观察，后套木嘎遗址辽金时期遗存的分布面积略大，可见该区域从新

石器时代至辽金时期始终是人们择选聚居地的最优之选，且在遗址的南部还发现

有铁渣、烧结的炉壁等冶铁遗存，可见该区域在功能区分上极有可能为冶铁作坊。

新荒古城系辽金时期的一座城址，调查时发现古城所在位置已为现代村落所占据， 

现仅存在卫生院东和小学校北的一小块空地，古城的轮廓已经完全无法辨识，据

《大安市文物志》记载，“新荒古城为方形，周长约７９２米，东西城墙居中位

置各有一门”，受当地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影响，原有地貌破坏十分严重，所

发现的遗物不多，有少量的泥质灰陶片、辽代白瓷片等；尹家窝堡西北发现的辽

金时期的遗存紧邻新荒泡，通过对地貌的细微观察，发现北侧濒临泡子的一线地

表有几处较高的隆起，且排列较有规律，２０１４年我们对其中的一座土包进行

了试掘，发现了辽金时期土盐制作遗存，可知尹家窝堡遗址是该区域内辽金时期

盐业生产相关的一处遗址；白音吐屯亦发现有大量的辽金时期陶片，其散布面积

较大，并不十分集中，可能为一处长期居住或季节性居住的聚落；新立堡遗址位

于新荒泡的西岸，呈南北向的条带状分布，地表散布有大量辽金时期的遗物，除

陶片外，还发现有砖瓦类建筑构件的残块，《大安市文物志》则将其定义为一处

辽金时期的建筑址。新荒古城、尹家窝堡西北、白音吐屯附近及新立堡遗址从地

理位置及出土遗物上来看或许更应该属于一个大的整体，尹家窝堡西北和新立堡

遗址从瓦类建筑构件的发现来看，其等级相对较高，而新荒古城系该调查区域范

围内的唯一一座辽金时期的城址，虽然其规模较小，然其所处的位置较为重要。

据《辽史》记载辽代有四季捺钵的制度，依四季编排分别为“春水、夏凉、秋山、

冬坐”，其中的“春接钵”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很有可能是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 

而并非单只一处，新荒泡沿岸很有可能也属于辽代皇帝春季捺钵地域范围内的一

部分。  

 

５．第九组：晚清至民国时期遗存  

调查发现有晚清至民国遗存的采集区共１１０５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２７

６．２５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１２９５３片（图七、图八）。  

该时期的遗存亦十分丰富，发现有大量的陶瓷器残片，陶片多为泥质灰陶，火候

较高，质地更为细腻，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陶器可辨器形多为陶盆，陶盆口沿多为

小折沿、尖圆唇，剖面近三角形。瓷片多为青花瓷片，多为晚清至民国时期，瓷

胎灰白，略显粗糖，釉色透明，多数为花卉纹，青花色彩灰暗。另发现有少量的

青砖和纹饰砖等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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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晚清至民国时期遗物标本  

１、２．瓷碗（张家卢、后套木嘎） ３．陶器口沿（后套木嘎） ４．砺石（永

丰） ５．铜扣（洮儿河） ６．铁钉（白音吐屯） 

 

从现有的调查结果观察，该时期遗存的分布范围与辽金时期遗存的分布范围基本

重合，仅在安广镇的北侧较辽金时期遗存分布范围略广。将之与辽金时期遗存分

布范闱图对比，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一是有该时期遗存分布的地域，辽金时期遗存均有发现，可以说明从辽金时期开

始，至少在金代及其以后该区域人口的分布情况相对稳定；二是该时期遗存多分

布于现代村落附近，有些甚至直接叠压于现代村落之下，可以说明现代村落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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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已经初步成形，民国时期这个区域已经形成了以安广镇为中心

的行政地域单元。然而通过陶片密度的对比我们发现其实二者具有显著的差异， 

辽金时期在新荒泡的南岸均勻分布有许多小的聚落中心，在内部具有向心性，彼

此之间距离较为接近，便于交往和贸易；晚清至民国时期遗存分布密度整体较为

均衡，其在新荒泡南岸的分布情况较辽金时期差别明显，向心性又彼此交往的小

的聚落群已经不明显，说明新荒泡南岸这一区域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重要性较辽

金时期有所降低，或许这一变化恰好与安广镇此时逐渐形成区域中心有某种联系。

 

五、结语  

通过两年的工作，我们初步掌握了现有调查区域内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清民国

时期遗存的分布状况，为研究该地区聚落形态特点和历时演变规律提供了基础资

料。从现有调查资料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该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采集区数

量很少，在已调查的１１６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仅于新荒泡东南岸的两个遗址之

内有所分布，相比较而言后套木嘎遗址更为集中，目前而言尚无法推断其为永久

聚落还是季节性聚落，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择高临水而

居的特点。地表采集该时期陶片的数量非常少，仅占陶片总数的０．０４％，尽

管人口数量暂无法判断，但可推知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非常少，区域内的人口密

度极低。对比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采集区的数量、

陶片数量以及密度，都有显著的提高，说明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有所提高，聚落

规模有所扩大，但从采集区分布来看，其较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基本的择居的标

准并未发生变化，虽然后套木嘎遗址的采集区数量和陶片数量及密度明显高于其

他区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不同地点的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有所差别，但还无法

反映不同聚落在等级上是否存有差别。根据柯睿思（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ｅ

ｔｅｒｓｏｎ）和吕学明等在大凌河上游地区的调查研究可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红山文化聚落之中已经出现有聚落等级的差别，围绕“核心区”的众多“地方社区” 

组成一个超地方社区，说明此时的社会结构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再看我们的

调查区域内，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可以发现该时期遗存大量分布于后地窝堡遗址

内，有一种可能是在月亮泡沿岸已经出现了一个中心聚落—后地窝堡遗址，此时

的后套木嘎遗址则屈居于从属地位。再看后地窝堡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或许也是

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一种反映。总之，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无论

是人口数量还是聚落规模而言，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内，整体上是趋于缓慢

发展的，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许在社会结构上有所变化，但这还需要更多的工

作去验证。青铜时代早中期的遗存其实包含两个阶段，虽然我们未做细分，但从

统计数据观察，其较新石器时代晚期有缓慢发展，但变化不大，其实这种现象一

直贯穿到早期铁器时代。且其选择居址的标准较新石器时代并无太大差异，然而

其重心已经从新荒泡转移到月亮泡沿岸，与嫩江上游联系更加紧密，这或许也是

使用早期文化的人群沿嫩江而下进入该区域的一种反映。至魏晋隋唐时期，从采

集区数量、陶片数量和密度来看似乎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一次较大的倒退， 

然而从历史角度审视这个问题，可知这一期生活在该区域内的人群的经济模式已

经有所变化，而这种调查方法的统计结果，Ｘ寸分析发达游牧文化群体人口数量

和社会复杂化进程并不适用。在现有调查区域内，至辽金时期无论是采集区数量，

还是陶片数量和密度与同区域的前期情况相比是一次不小的飞跃，大大小小的聚

落在调查区域内大量分布，这一时期定居人群与青铜时代的择居标准发生较大变

化，人们不再单纯的择高临水而居，而是分布于更广阔的平原旷野的各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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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方式，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 

这也是导致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和聚落数量得到了空前膨胀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

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一区域内辽金时期的峰值和元明时期的真空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这是因为我们在调查资料的整理过程中并未发现明确属于元明时期

的遗存，很可能在王朝更迭后，区域内生活的社会群体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其

主体人群仍旧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惯性，反映在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上则较为困难。

晚清至民国时期聚落与现代村落分布状况相差无几，现今区域内行政区划格局在

这一时期已基本成形。  

通过两年的调查我们对这一区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但要做更为深入的分析，仍

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故此，我们拟于未来的几年中，将调查范围扩大至西北至

洮儿河、东北至嫩江南岸以及新荒泡及月亮泡北部，在完成３００平方千米任务

的同时，还计划选择不同时期的重要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工

作，进一步探明区域内聚落的历时性发展规律和内在动因；青铜时代人群进入这

一区域的迁徙路线；并尝试开展不同时期聚落等级化分析（“位序－规模” 分析） 、

不同时期人口的统计分析、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交往频繁程度和交流交换线路等问

题；同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结合环境条件如土壤、地形，以及河流河道、湖泊

范围的变化等进一步探索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最后，如有可能可以跟赤

峰、喀左、彰武、阜新等同样使用区域性系统调査区域的数据和成果进行比较研

究，进一步探索更大地域范围内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和共同规律。 

 

附记： 

“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周边３００平方千米区域性系统调查”系吉林省文物局

委托项目“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考古工作规划”和吉林大学“ＧＩＳ支持下的吉

林省古代聚落历时态考察”项目成果内容中的一部分，项目领队为吉林大学边疆

考古研究中心王立新教授，２０１２年参与调查人员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

心博士研究生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付琳，硕士研究生雷长胜，吉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石晓轩、刘晓溪，大安市博物馆梁建军；２０１３年参与调查人员

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霍东峰，博士研究生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

林森、付琳、王涛、杨琳， 硕士研究生刘晨、胡平平、于超、袁媛、何菲菲，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晓溪，大安市博物馆梁建军，白城市博物馆王浩宇。本

文地图由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绘制，器物图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新

胜完成。  

 

注释  

［１］ 王立新，霍东峰，石晓轩，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吉林大安后套

木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Ｎ］．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２-８-１７（８）．  

［２］ 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地区系统区域调查的新收获［Ｊ］．考

古，２００２（５）：１０．  

［３］ 方辉．对区域系统调查法的几点认识与思考［Ｊ］．考古，２００２（５）：

５６．  

［４］ 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Ａ］．梁思永考古论文集［Ｍ］．北京：科

学出版社，１９５９：５８-９０．  

［５］ 黑龙江省博物馆．嫩江下游左岸考古调查简报［Ｊ］.考古，1９６０（４）：

１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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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黑龙江省博物馆.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Ｊ］.考古，１９７４（２）：

９９-１０８．  

［７］ 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６３

（１）：８０-８２．  

［８］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大安县洮儿河下游右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Ｊ］．考古，１９８４（８）：６８８-６９７．  

［９］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靶山墓地发掘简报［Ｊ］．考古，１９

８８（１２）：１０７２-１０８４．  

［１０］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镇赉县黄家围子遗址发掘简报［Ｊ］．考

古，１９８８（２）：Ｍ１-１５６．  

［１１］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黑龙江省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

［Ｊ］．考古学报，１９９８（１）：６１-１０１．  

［１２］ 张忠培（主编），朱永刚（ 撰稿）.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

时代遗址的揭示［Ｒ］.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３］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

的主要收获［Ａ］．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Ｃ］.北京：文物出版社，１

９８２：１３６-１４０．  

［１４］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

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Ｊ］．考古学报，２０１３（４）：５０１-５３８．  

［１５］ 李莲．吉林省安广县永和屯细石器遗址调查简报［Ｊ］．文物，１９

５９（１２）：３７-４０．  

［１６］ 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９

６３（１）：８０-８２. 

［１７］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

的主要收获［Ａ］.东北考古与历史（第一辑）［Ｃ］．北京：文物出版社，１

９８２：１３６-１４０；２００１年的发掘材料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１８］ 王立新，霍东峰，赵俊杰，刘晓溪.吉林大安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址

［Ａ］．２０１２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Ｃ］．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７．  

［１９］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Ｓ ｅｂｉll ａｕｄ （史宝琳），刘晓溪.后套木

嘎遗址田野数据库的建设［Ａ］．边疆考古研究（第１４辑）［Ｃ］．北京：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８９-１０２．  

［２０］ 王立新，霍东峰，赵俊杰，刘晓溪．吉林大安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

址［Ａ］.２０１２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Ｃ］．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７．  

［２１］ 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资料最新研究成果将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分

为四期，调査结果中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材料实际涵盖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考古学

文化遗存，由于调査采集陶片标本多为素面且较破碎，不宜细分，故统归于新时

期时代中期。而该区域青铜时代早中期文化之间具有明显的传承性，而采集到的

该时期陶片标本以素面为多，难以准确细致断代，故该部分材料亦不刻意区分。 

［２２］ 王立新，霍东峰，石晓轩，史宝琳.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发掘取得重

要收获［Ｎ］．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２-８-１７（８）．写作该简讯时２０１１

年发掘区的大部分探方尚未清理至底，此后在整理过程中又辨识出一种以器表装

饰多条平行窄细附加堆纹为特征的遗存，年代介于简讯中所分的第一期与第二期



16 
 

之间。遗存面貌与以往命名的黄家围子类型相似，与昂昂溪遗址采集部分遗物的

特征也基本相同，但不宜归入内含混杂的离昂溪文化。  

［２３］ 王涛，杨琳，王立新．吉林大安市后地窝堡遗址的调査与认识［Ａ］．边

疆考古研究（第１７辑）［Ｃ］．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９-２８.  

［２４］ 同［２３］ 

［２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Ｐ.， Ｌｉ，Ｘｕｅｍｉｎｇ．Ｕｎｄｅ ｒｓｔａ

ｎｄｉｎｇ 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 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Ｃ］．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２０１３：５５-８０．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Ｄａ’ａｎ，Ｊｉｌ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Ｄａ＇ａｎ ｃｉ

ｔｙ，Ｊｉｌｉｎ ｐ ｒｏｖｉ ｎｃｅ， ｉｓ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

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Ｈｏｕｔａｏｍｕｇａ

ｓｉｔｅ ｉｎ Ｄａ＇ａｎ ｃｉｔｙ，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Ａ ３

００ｋｍ２ ｆｕｌ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ｓｕ ｒｖｅ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ｌａｎ

ｎ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Ｘｉｎ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ｕｅｌｉａｎｇ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ｎ Ｒｉｖｅ

ｒ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ｓ ｏｎ

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 ｎｔ ａｒｃ 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２０１３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ｌｒｅ ａｄｙ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ａｂｏｕｔ １１６ｋｍ２． Ａｔ ｔｈｉｓ ｓｔ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

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ｓ ｕｓ ｔ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

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ｌ ｍｅｎｔ ｐａtｔｅｒ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ｅ

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

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 ｃａｎ ｔｈｕｓ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 ｉｏｎｓ． 


